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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１ 世纪以来，以哲学为线索挖掘外交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已成为

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外交哲学的概念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对外政策和

外交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研究俄罗斯外交哲学，有助于认识俄罗斯外交政

策和行动的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 俄罗斯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神秘主义、民族主义、

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具特色或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传统，构成俄

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 从基辅罗斯至今，俄罗斯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其大国诉求十分

明确，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交哲学，而是受到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阶段诉

诸不同的概念表达。 “普世回应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是与四种思想源泉相对应

的外交哲学核心概念，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有鲜明体现。 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

念既相辅相成，又难以完全一致。 当国家实力不能支撑俄罗斯的雄才伟略时，“神圣

罗斯”和“野蛮罗斯”的两面性就会同时暴露出来。 外交理念中的二律背反是造成俄

罗斯与外部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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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俄罗斯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正如俄国诗人费德罗·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Ｆｅ⁃
ｄｏｒ 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 Ｔｙｕｔｃｈｅｖ）慨叹的那样：“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无论是俄罗斯文化还

是行为，往往有横空出世的色彩，让人很难弄清其逻辑前提和行为基础。① 我们也很

难在世界上找到另外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历史悠久且存续至今，但思想史却破碎和

断裂到几乎失去本来面目。 俄罗斯文化不断受到各种外来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来自拜

占庭、西欧和蒙古，而本身的斯拉夫文化则被贬低为“粗鄙和不成型的”。 由于俄罗斯

文化的碎片化，有人甚至怀疑压根就不存在俄罗斯哲学。 此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哲学是

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哲学仅仅在阐释西方哲学。 然而，正如

在其他文化领域，俄国哲学界不时有“明星”突然闪烁，断续构建出独具特色的俄罗斯本

土哲学，并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正如谢苗·弗兰克（Ｓｅｍｙｏｎ Ｌ． Ｆｒａｎｋ）所说：
“俄罗斯精神固有一种追求完整性、包容一切的具体的总体性、追求终极的最高价值与基

础的意向，因此使俄国思维和精神生活不仅在内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而且这种宗教性

还贯穿于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②这个“精神生活的一切外部领域”自然也包括

外交。 俄罗斯外交从哲学中汲取理念、方法和价值观的营养。
尽管目前对于“什么是外交哲学”尚无定论，③但以哲学为线索，挖掘外交行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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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谈到苏联的对外政策行为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俄罗斯的行动是一个谜中之谜。 公论认为，俄罗

斯文化实属拔地而起，因为直到 １７ 世纪俄罗斯才有世俗文学（此前只有宗教文学、历史传记或编年史），令人赞

叹的“黄金时代”到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才出现，而这之前俄罗斯贵族们一直用法语交际和书写。 在创造了“黄
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辉煌后，俄罗斯文化缓慢发展，逐渐沉寂。 关于俄罗斯文化的论述，参见姚海：《俄罗斯

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上海：学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９ 页。
西方学者大多直接使用“外交哲学”这一概念，中国学者则倾向首先辨析概念本身。 范文认为，外交哲学

研究的对象是外交活动与现象的最普遍规律和本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外交认识与实践活动所依据的世界观、方
法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 参见范文：《论外交哲学》，载《新视野》，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第 ５８ 页。 门洪华认为，外交

哲学指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决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
参见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４７—４８ 页。 康欣认为，外交哲学强调

外交实践的文化性，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研究中，人性、权力、利益的来源和约束是关键词，而文化、哲学和受

其影响的外交观念、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考察外交哲学的重点。 参见康欣：《外交哲学概念刍议》，
载《学习月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２７ 页。 杨洁勉认为，外交哲学是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研究有关

“存在”“意识”和“知行”的规律，探索重大和根本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相比较而言，张志洲和赵可金更强调外交

哲学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对外交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的有意识、系统化的总结。 参见杨洁勉：《中国外交

哲学的探索、建设和实践》，载《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 页；张志洲：《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载《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实践———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 ２５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５１—２５２
页；赵可金：《中国地位与世界角色———探索新外交哲学》，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５３ 页。



后的思想根源，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

ｔｈａｕ）多次强调哲学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国际关系

哲学”。 在《大外交》中，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提出应从外交哲学的高度来

把握国际关系。 赫德利·布尔（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

ｋｉ）等西方学者和理论家都在哲学层面对外交的本质进行过思考。 也有一批新生代学

者如理查德·韦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ｉｔｚ）、①帕博罗·伊安娜（Ａ． Ｐａｂｌｏ Ｉａｎｎｏｎｅ）②和埃米

尔·弗拉伊基（Ｅｍｉｌ Ｖｌａｊｋｉ），③围绕外交哲学写过一系列文章。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国

际关系学界对外交哲学的关注日渐增多。 在已有研究中，构建中国外交哲学有两个基

本思路：一是从新儒家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千年外交寻根；二是从马

克思主义的角度重点阐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过程。 “俄罗斯外交

哲学”这一概念则是在其他意义上被使用：一是俄罗斯的外交哲学研究，主要描述俄

罗斯在外交哲学上取得的研究进展；二是关于俄罗斯外交的哲学研究，重点在于对俄

罗斯外交的哲学层面的提炼和总结。 尽管没有运用外交哲学的概念，阿列克谢·博加

图罗夫（Ａｌｅｘｅｉ Ｄ． Ｂｏｇａｔｕｒｏｖ）、巴维尔·齐甘科夫（Ｐａｖｅｌ Ａ．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尼吉拉·科

索拉波夫（Ｎｉｋｏｌａｙ Ａ． Ｋｏｓｏｌａｐｏｖ）和玛丽亚·列别杰娃（Ｍａｒｉａ Ｍ． Ｌｅｂｅｄｅｖａ）等人的著

作充满哲思，推动了俄罗斯外交学研究与世界接轨。 ２００５ 年，爱德华·巴塔洛夫（Ｅｄ⁃

ｕａｒｄ Ｙ． Ｂａｔａｌｏｖ）的著作《国际关系哲学》在莫斯科出版。④ 该书阐述了国际关系学与

国际关系哲学的区别与联系，并解析了国际关系的本体论以及认知、道德、美学和人类

学维度，对俄罗斯的外交哲学研究起了开创性作用。 ２０１９ 年，塔基亚娜·阿列克谢耶

娃（Ｔａｔｉａｎａ Ａ． Ａｌｅｋｓｅｅｖａ）所著《作为政治哲学和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世，讨论在

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背景下国际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⑤ 总之，从哲学

角度阐释俄罗斯外交的著述并不多，但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俄罗斯外交政策是学界的

一项传统。 如俄国学者弗拉基米尔·波（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 Ｐｏｔｅｍｋｉｎ）将金等主编的五卷本

《外交史》、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Ａｎｄｒｅｙ Ｎ． Ｓａｋｈａｒｏｖ）主编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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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ｅｉｔｚ，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Ｖｏｌ．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１９９１， ｐｐ．１０３－１２９．

Ａ． Ｐａｂｌｏ Ｉａｎｎｏｎ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Ｅｍｉｌ Ｖｌａｊｋｉ，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Политеиа， Ｖｏｌ．６，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７－５５．
Э．Я． Баталов， О философ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Науч， Ｏбразоват， ２００５．
Ｔ． Ａ． Алексеева， Те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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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俄罗斯对外政策史》以及安德烈·葛罗米柯（Ａｎｄｒｅｉ Ａ． Ｇｒｏｍｙｋｏ）等主编的《苏
联对外政策史》都是史论结合的产物。 国际关系学者的哲学表述往往并不那么哲学

化，而倾向于从思想史或民族性格的角度解读外交行为和政策，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无关。 将哲学元问题带入国际关系学，并结合俄罗斯的

外交传统和实践进行分析，是本文的努力方向。

二　 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

俄罗斯是外交大国。 之所以说它是外交大国，并不只因为疆域广阔，而是因为它

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并能综合多种文化传统纵横捭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定会体

现本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而政治哲学又是政治文化和传统之根。 追根溯源，俄国哲

学最鲜明的特性是宗教性。 “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

彩”，甚至“俄罗斯的哲学都带有宗教性”。① “俄罗斯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根本特点以

及各种复杂化进程的主要根源，端赖于此。”②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将宗教哲学作为俄

国哲学的基本特征。③ 在此，本文认同宗教性是俄国哲学最突出的特色。 科学性是俄

国哲学的一个方面，科学哲学在苏联一度盛行并取得了较高成就。 而民族性在俄国哲

学中也不可忽视，没有民族性就不能称为俄罗斯哲学。 同时，俄罗斯哲学深受西方哲

学的影响，在实现本土化后，走出了思辨性和激进性相结合的演化路径。 综合来看，神
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思想传统，它
们构成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源泉。

（一）神秘主义

当我们在“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的意义上使用“神秘主义”一词，它就具有了一种“从外部世

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某种最高原则相结合或消融

其中”的认识论色彩。 以东正教价值为基础试图解决西方世界的普遍问题，是俄国哲

学的一大特点。 正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Ｍｉｋｈａｉｌ Ａ． Ｂｕｌｇａｋｏｖ）所言，神秘主义是

东正教的空气，④因此俄罗斯的外交哲学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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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

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４６ 页。
瓦·瓦·津科夫斯基著，张冰译：《俄国哲学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 页。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俄罗斯哲学史研究部的苏霍夫、圣彼得堡学者伊利因和当代俄罗斯哲学史专

家萨普罗诺夫等持相反观点。 参见张百春：《当代俄罗斯宗教哲学》，载《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
１８ 页。

布尔加科夫著，徐凤林译：《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７９ 页。



虽然所有的宗教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导向神秘主义，但神秘主义在索洛维约夫哲学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Ｓ． Ｓｏｌｏｖｙｏｖ）是 １９ 世纪后期

俄国宗教哲学的鼻祖及俄国哲学系统化和民族化的杰出代表，“完整认识”是他提出

的重要概念。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完整认识”就是要抛弃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虚

假原则和荒谬结论，以神秘主义为基础并吸收这些流派的客观内容。 “完整认识”与

“有目的的创造”结合，就能构成“完整社会”和“完整生活”。 然而，“社会关系的任何

改变，社会形态的任何重建，都不能满足决定人类生活本身的那些永恒的要求和问

题……这些有关生命的内在涵义、关于人类活动的崇高目的的永恒问题，仍将强有力

和无休止地提到我们面前”。① 如何解决这些永恒的问题？ 索洛维约夫指出，东方文

明、西方文明和斯拉夫文明是决定人类文明的三种主要历史力量，但前两种文明已经

分别陷入了“死的统一的泥潭”和“普遍的自我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只有依靠建立在

东正教基础上、以俄罗斯民族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世界才可能复活和更新。 “神圣

性理想要使神圣罗斯做‘神圣的事情’，也就是联合教会，在精神（宗教）上使东西方和

解，并使其统一在全世界基督教的人神统一体之中。”②索洛维约夫把以东正教为基础

的斯拉夫文明提升到如此高度，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现实的东正教会和俄罗斯国

家。 恰恰相反，他对教会和国家的批判十分激烈。 索洛维约夫认为，必须改革教会和

国家，以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为典范，建立“普世”教会。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虽然拜占庭

帝国曾给俄国带来正面影响，使俄国人树立了“优越于异教徒”的自信，但后来蒙古汗

国的残暴统治严重挫伤了俄罗斯人的信心，使之意识到宗教改革的必要性。 索洛维约

夫认为，俄国的任务不是效仿西方或东方，而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建立在东正教基

础上的斯拉夫文明的复兴是世界文明复兴的根基。

神秘主义赋予东正教神圣地位，也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支撑。 从神圣性到

神圣同盟，神秘主义在俄国外交政策中留下了鲜明印记。 神圣同盟的倡议者俄罗斯帝

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Ｉ）是一个神秘主义者。 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

国代表，１８０７ 年亚历山大一世和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在提

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的一艘船上会晤。 双方代表签订了《法俄和约》，规定原属普鲁

士的易北河以西大部分地区划入新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版图，由拿破仑的弟弟热

罗姆·波拿巴（Ｊｅｒｏｍｅ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任国王；在普鲁士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时所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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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成立华沙公国，由萨克森国王兼任君主；格但斯克成为自由市；比亚韦斯托克地

区划归俄国。 俄国承认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Ｊｏｓｅｐｈ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为那不勒斯

国王，路易·波拿巴（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为荷兰国王，允诺将卡塔罗海湾转让给法国，承

认法国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主权。 同时签订的《法俄同盟条约》规定：在英国拒绝俄国

提出的媾和条件时，俄国将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在土耳其

拒绝调停或在 ３ 个月内俄土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法国和俄国将对土耳其采取一

致行动。 包括《法俄和约》在内的《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来说是彻底失败，但对法

国和俄国而言却是对波兰的再瓜分。 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弗里德

兰战役中接连败给法国，却能与法国签订瓜分欧洲的《提尔西特和约》时感叹道：“俄

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 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

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

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①１８１５ 年打败拿破仑后，亚历山大一世又号召奥

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Ｆｒａｎｚ Ⅱ）和普鲁士王国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 Ⅲ）共同缔结了一个保守主义政治同盟，并发表宣言称三国属于上帝治下的

“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将根据西方传统基督教信条处理相互关系。 缔结神圣

同盟的各国无论何时何地均须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以维持维也纳

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革命。 同年，俄、英、普、奥签订“四国同盟”。 三年后，

法国也加入进来。 最终，除英国摄政王、奥斯曼帝国苏丹及教皇外，欧洲各国君主纷纷

加盟。 到 １９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革命风暴席卷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俄罗斯、法国和比

利时，神圣同盟走向瓦解。 尽管如此，神圣同盟对俄罗斯外交仍然意义重大。 它是第

一个由俄罗斯倡议发起并始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安排，虽然延续时间不长，

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在欧洲的边缘状态。

神秘主义在俄国政治中的崇高地位还表现在神权与政权相互配合。 虽然俄国是

世俗国家，但东正教会拥有广泛信徒，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这是教会得以参与国内外

重大事件的社会基础。 直至今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不仅与欧盟和联合国等世俗性国际

组织保持联系，还与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等宗教性国际

组织积极互动，而且在巴勒斯坦利用教产为俄政治目的服务，与格鲁吉亚的“姐妺教

会”在奥塞梯问题上开展合作。 有学者认为，借助东正教会的跨国家主体身份，俄罗

斯大搞宗教外交，在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增强斯拉夫认同，以共同信仰为纽带与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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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北马其顿和黑山等国加强合作，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爱沙

尼亚等国培养亲俄力量。① 俄罗斯教会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和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应得

到关注。
（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情感。 １６ 世纪初，普斯科夫的

费洛菲（Ｐｈｉｌｏｔｈｅｕｓ ｏｆ Ｐｓｋｏｖ）就创立了“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即两个罗马已经灭

亡了，第三个罗马即俄罗斯帝国依然挺立，将不会有第四个罗马。 与“天定末日论”并
存，费洛菲的理论中含有纯粹的政治纲领。 他认为，所有基督教国家应整合成一个俄

罗斯帝国，而莫斯科应被赋予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即东正教信仰的保存者地位，因而它

是唯一的全球意义的王国。 “第三罗马”学说影响深远。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彼得大帝（Ｐｅ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开启

了西化之路，那么 １８１２ 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则极大地鼓舞了俄国人的自信，将思想界的

目光拉回自身。 “俄罗斯理念”和“俄罗斯本质”的讨论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尽管法国

启蒙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仍然拥有很大影响力，但俄国知识界已不再盲目模仿西方，
而是坚信俄罗斯终将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根基和道德自由的保障。 曾被斥为“疯子”
的彼得·恰达耶夫（Ｐｙｏｔｒ Ｙ． Ｃｈａａｄａｙｅｖ）于 １８３６ 年发表的信中对俄国社会给予了无

情而又严厉的谴责。 他悲观地说：“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不能成为人类大家庭的

成员，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②这是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命

运的理解。 俄罗斯的命运是悲观的，因为它在不停地试错，但同时俄罗斯的命运又是

雄壮的，因为总有一天它要承担起为人类之谜提供谜底的使命。 恰达耶夫坚信存在着

一部“全世界历史”，其主体就是全体人类，“但‘全世界历史’的实质并非把各个民族

混合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混合体，而在于各民族各自的命运，在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

道路———每个民族都是一个 ‘道德个体’”。③ 他的思路与黑格尔 （ 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是一致的，都认为世界精神借助民族精神实现自己，人类的终极目的

存在于世界历史之中。 理性代替了君主，成为最高统治者。 可见，俄国知识分子对来

源于神秘主义的“君权神授”产生了怀疑，但对人类理性的“天命论”和道德救赎仍抱

有热忱。
民族主义是斯拉夫派的灵魂。 它的创始人之一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Ａｌｅｋｓ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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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Ｋｈｏｍｙａｋｏ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他认为历史进程究其实质而言是理性精神自我展

开的过程，而历史学的目的是透过混沌的事件深入思考人类的命运。 霍米亚科夫既反

对西方，又批判与之对立的俄国。 他认为，当时的俄国社会不仅存在着奴隶制暴力和

官僚主义，而且普遍没有人权，缺乏个人人格和尊严。 如果俄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

己担负的全世界的使命并找到一条特殊的道路，就无法“把人类从历史在西方影响之

下而开始的片面而又虚假的发展过程中解放出来”。① 早期斯拉夫派的其他代表人物

也都对认识论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定立场。 与反

西方和批判当时的俄国一样，他们也明确反对走东方道路，认为俄国如果走东方专制

主义的老路，就可能走向毁灭。 康斯坦丁·阿克萨耶夫（Ｋｏｕｓｔａｎｔｉｎ Ｓ． Ａｋｓａｋｏｖ）曾向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Ⅱ）面呈《关于俄国内部状况的报告》，直言俄国社会缺

乏自由是政府虽有权力但却没有公信力的根本原因。 建构一种克服了唯心主义、与现

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思想体系，用以指导俄国的社会实践，使之更加完美，真正代表和践

行正统基督教精神，这是斯拉夫派的毕生追求。 他们无一例外，都关注历史哲学，不承

认天主教和新教具有普遍性，认为东正教应该在哲学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回归宗教成

为斯拉夫派的精神诉求，后期斯拉夫派也是如此。 “新斯拉夫主义”的倡导者亚历山

大·索尔仁尼琴（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Ｉ． Ｓｏｌｚｈｅｎｉｔｓｙｎ）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才是具

有统一的种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东斯拉夫民族的“自己人”，帮助哈萨克斯

坦等中亚国家只会消解俄罗斯的力量，不如适时甩掉包袱。 这一观点其来有自。 俄罗

斯人素来认为，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和红罗斯（加利西亚）共同组成大俄国，

相应地，大俄罗斯族人、小俄罗斯族人、白俄罗斯族人和罗辛族人（加利西亚和喀尔巴

阡山脉地区的居民）构成俄罗斯人。 然而，苏联解体沉重打击了大俄罗斯主义者。

“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 １９ 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 １９ 世纪中叶。 更

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 １６００ 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

统治之后不久。 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 失去

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潜在伊斯兰挑战忧心忡

忡。 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

本。”②正是基于此，俄罗斯共产党主张恢复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而极

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 Ｚｈｉｒｉｎｏｖｓｋｙ）更主张南下，将

·７０１·



①
②

瓦·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第 ２１５ 页。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１７ 页。



俄罗斯的利益扩大至印度洋。 民族主义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变形为狭隘民族主义或扩

张性民族主义，则无法凝聚多民族国家和后苏联空间的精神力量，也会对其他国家的

现实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如何驾驭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将其导向爱国主义和奋

斗精神而非自私排外和穷兵黩武，始终是俄罗斯政权的一个挑战。 如若不能顺利转

化，则俄罗斯将始终以“一头饥饿的熊”的面目出现，刺激着周边国家的神经，从而使

其外部环境愈发恶化。
（三）乌托邦精神

早在 １８ 世纪，继法国康布雷大主教费纳隆（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Ｆｅｎｅｌｏｎ）带有幻想性质的长

篇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被翻译成俄语，英国国务活动家托马斯·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的《乌托邦》也被引介到俄国。 这一方面使俄国人得以摆脱以前他们所醉心的

那种西方生活方式和理念，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用幻想去填充日渐衰微的宗教思维。 １８
世纪俄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将理性与美德结合起来，关心人性在生活关系中的位

置，呈现一种“泛道德主义”倾向。 泛道德主义的核心是博爱，希望构建一个人人平等

的社会，其路径可分为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
俄国思想界有一个很重要的派别———西化派，其精神实质就是激进主义。 他们是

俄罗斯道路的探索者，只不过认为俄罗斯的一切都应抛弃，全盘西化是从野蛮走向文

明的最佳路径。 早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初期，西化派就已出现，随着彼得大帝改革其

人数急剧增加，直至 １９ 世纪都在俄国精英层中享有独特的尊崇地位。 可以说，在黄金

时代乃至白银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心普遍向往西方，正所谓“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

国———欧洲和我们的罗斯”。 欧洲于俄罗斯人不是异乡，而是精神家园。 然而，对俄

罗斯人最尴尬的事就是不能融入欧洲主流，这逼迫一些人不得不探索另外的发展路

径。 虚无主义的词源是拉丁语“ｎｉｈｉｌ”，意为“什么也没有”。 由于“１９ 世纪俄罗斯的思

想直接可以说是德国思想的附庸”，①而彼时费希特（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Ｆｉｃｈｔｅ）和青年黑

格尔派正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所以俄罗斯的欧化派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

上接受了虚无主义。 他们将虚无主义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开展了否定旧传统和旧价

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 俄国大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Ｎｉｋｏｌａｉ Ａ． Ｂｅｒ⁃
ｄｙａｅｖ）指出，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背后隐藏着宗教和道德动机，旨在要求历史的终结，并
期待新生活在终结后开始。② 在某种意义上，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精神相通，因为它

们都“否定过去、否定历史、否定传统，荒唐地要到荒无人烟之地去建设一种纯洁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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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① 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虚无主义也是一种激进主义，它是“俄罗斯启蒙运动

的激进形式。 这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意识发展的辩证因素”。② 西化派对现实对外

政策产生过很大影响，其表现为认同大西洋主义，甚至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全面

靠拢。 经历了 ２０ 世纪末期的严重衰退和乌克兰危机后的制裁封锁，俄罗斯的“西化

梦”逐渐破灭，但“神话的毁灭不会导致它的对手———纯理性的凯旋：一种神话只会让

位于另一种神话”。③ 它可能是对消费和市场的崇拜，也可能是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崇，

还可能是对同盟者和新伙伴关系的期待。 一旦神话再度破灭，基于俄罗斯人性格中固

有的极端主义和二律背反，俄罗斯可能再度出现类似革命的重大转折。

乌托邦精神是俄罗斯文化中非常独特的部分，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奠

定了基础。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Ｍｉｋｈａｉｌ Ａ． Ｂａｋｕｎｉｎ）最重要的理

论贡献恰恰是革命乌托邦主义。 他的好友维萨里昂·别林斯基醉心于乌托邦（Ｖｉｓｓａｒ⁃

ｉｏｎ Ａ． Ｂｅｌｉｎｓｋｙ）社会主义，而亚历山大·赫尔岑（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 Ｈｅｒｚｅｎ）很早就表现出

政治和社会激进主义的倾向。 尤其是赫尔岑，当他意识到在当时欧洲商业价值居于一

切价值之上、精神极度贫乏时，他对西方的信仰破灭了，转而将自己的全部社会理想寄

托在俄国村社上。 在这些具有民主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下，俄国激进主义在尼

古拉一世（Ｎｉｋｏｌａ Ｉ）后期走上了历史舞台。 神父之子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Ｎｉｋｏ⁃

ｌａｉ Ｇ． Ｃｈｅｒｎｙｓｈｅｖｓｋｙ）博学多识，不仅精通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内的多种

欧洲语言，还通晓科学哲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生物学。 通过对黑格尔的

批判和对费尔巴哈（Ｌｕｄｗｉｇ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ｖｏｎ 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的研读，他确立了自己的人本主

义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很快成为俄国社会激进派和社会主义阶层的领袖。 而他精神

上的同伴彼得·拉甫罗夫（Ｐｅｔｅｒ Ｌ． Ｌａｖｒｏｖ）在国外成为革命出版机构的领导人，也是

共产国际成员。 他们都崇尚自由，其学说和行动充满着理想主义激情，又具有乌托邦

特征。 这种泛道德主义一直在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酝酿发酵，终于在 １９ 世纪孕育出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Ｌｅｏ Ｔｏｌｓｔｏｙ）。 作为俄国人格主义哲学最强烈、最鲜明的表达

者，托尔斯泰追求永恒和绝对的善，同时主张“不抗恶”。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Ｆｙｏｄｏｒ Ｍ． 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主义者，在他看来“爱和真正的教

育，是一项伟业。 这就是我的乌托邦”。④ 泛道德主义者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对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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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方案的迷恋都与乌托邦精神相关，也和宗教探索联系在一起。 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

原因，泛道德主义也是后来发生的包括废奴运动、十二月党人起义乃至十月革命在内

的一系列事件的思想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

“俄罗斯文化在纵向发展的过程中缺少一个过渡的中间地带、中间阶段、中间环

节，总是毫无过渡地从一端跳到另一端，如从‘罗斯受洗’前的多神教文化到东正教文

化，从十月革命前的宗教文化到苏维埃时期的共产主义文化，无不集中体现出文化发

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极其鲜明的中断性、跳跃性。”①马克思主义是斗争的哲学，也是一

种无神论。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存在和流行的合理性可以用

激进主义和泛道德论的历史渊源来解释，另一方面它与树大根深的神秘主义和民族主

义相冲突，令人不得不担忧其未来前景。 俄罗斯最著名的本土思想家多是宗教哲学

家，他们的思想与 １９１７ 年后的俄国有着明显的断裂。 然而，作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哲

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主义苏联结出硕果，在今日俄罗斯也占有一席之地。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Ｇｅｏｒｇｉｉ Ｖ． 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是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他持

非道德论的观点，否认宗教需求的先天性，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崇高的道德水准和对真

理的热切追求。 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 Ｂｏｇｄａｎｏｖ）也是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修正主义立场。 普列汉诺夫曾责备波格丹诺夫

变成了“马赫主义的信徒”，然而波格丹诺夫认为自己只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曾就哲学问题有过多次谈话，他的哲学研究在成为革命领袖后仍未

间断。 列宁接受了伊曼纽尔·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的“物自体”概念，并将其目的化

为“为我们之物”。 “实践”是从“物自体”到“为我们之物”的关键环节，是评价真理的

标准，这一思想为革命打下了基础。 “历史之路已经走完，往后就是悬崖和深渊，或是

堕落，或是飞跃，是超历史之路，是宗教。”②“飞跃”是列宁提出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向

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性转变。 他认为，一切阻碍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的因素都具有

“非真理性”，而“飞跃”的全部动力与“改造存在”有关。 别尔嘉耶夫早期也是马克思

主义者，但他力图将超验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纲领结合起来，晚年又从唯心主

义走向宗教意识形态，已然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 耐人寻味的是，俄国思想家往往

会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天然亲近滑向它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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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思想家不同，列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了很多文章，批驳形形

色色的修正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出现在斯大林时期。 尽管后人批评马克·鲍里索维奇·

米丁（Ｍａｒｋ Ｂ． Ｍｉｔｉｎ）的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和政治化，而斯大林本人的《论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将苏联哲学体系庸俗化和教条化，但官方哲学的地位

还是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系统的整理、阐释和普及。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

１９１７ 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１９２２ 年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

加索联邦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最终发展成拥有 １５ 个加盟共和国的联

邦制国家。 在苏联的扶持下，１９４４—１９４９ 年中东欧地区建立了 ８ 个人民民主国家，它

们和苏联共同组成“平行市场”，与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 “对

于研究马列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说，指出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是核心问题。”①按

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Ｖｙａｃｈｅｓｌａｖ Ｍ． Ｍｏｌｏｔｏｖ）的说法，“我

们在德国部分国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

斯拉夫等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普遍整顿秩序，消除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 这就

出现了所谓的冷战”。② 资本主义阵营则认为，出于传统的安全观和马列主义意识形

态，“俄国虽然总的说来是敌视西方的，但是至今它仍是相对弱的国家，它的政策很灵

活，苏联社会包含着衰败的种子。 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

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③ 外交

哲学上的斗争成为冷战中大国软实力较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苏联哲学在认识论、自然科学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和

伦理哲学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推进了哲学大众化，但也存在僵化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苏联哲学界开始了由“教条”向

“人道”的转向。④ 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 Ｙａｋｏｖｌｅｖ）为首的“否定

派”和以理查德·科索拉波夫（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 Ｋｏｓｏｌａｐｏｖ）为首的“捍卫派”在思想领域展

开了激烈斗争，而捷·伊·奥伊泽尔曼（Ｔｅｏｄｏｒ Ｉ． Ｏｉｚｅｒｍａｎ）既反对全盘推翻也反对

照抄照搬，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开辟了一条新路。 然而，此时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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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罗斯宗教哲学强势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视为“霸权哲学”和“奴隶哲学”而遭

遇边缘化。 这种情况持续了近 ２０ 年，直到 ２１ 世纪初才有所改变。 列宁和斯大林哲学

被重新评价，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得到重新关注，其被认为对于理解当今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仍有意义。 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得到重视，“全球化”甚至

被《俄罗斯联邦国家教育标准》列为哲学部分的研究热点。 发生这一改变的原因深刻

而复杂，既与俄罗斯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化有关，也与哲学界理性反思苏联历史成

就有关，折射出俄罗斯社会经济条件和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 回答俄罗斯与世界的

关系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对人类未来的关切和对俄罗斯角色的探讨

之上。 在肯定西方文明对俄罗斯社会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多数人将现阶段的全球化

视为美国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对其给全球政治、文化带来的单一性、形

式化和道德堕落风险高度警惕。

对俄罗斯外交的思想来源的上述总结并没有穷尽一切。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

证主义、直觉主义、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等都是俄罗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然会

对俄罗斯外交思想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只是，相较于其他社会思潮，神秘主义、民

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或具有更深厚的历史传统，或产生了更显

著的社会效应，由此构成俄罗斯外交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外交哲学的核心概念与政策体现

哲学就是创造概念。① 与中国外交哲学形成了“和”的概念不同，尽管从基辅罗斯

至今俄罗斯思想逐渐发展成熟，其大国诉求十分明确，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交哲学，

而是受到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并在不同阶段诉诸不同的概念表达。 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只有断裂性、没有连续性。 在俄国历史上许多生死攸关的重要

时刻，在确定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紧急关头，俄罗斯外交不止一次地从过去寻找经

验，比如多次被俄罗斯外交部前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 Ｉｇｏｒ Ｓ． Ｉｖａｎｏｖ）和现任外交

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Ｓｅｒｇｅｙ Ｖ． Ｌａｖｒｏｖ）提起的“戈尔恰科夫主义”。 在克里米亚

战争失败后，亚·米·戈尔恰科夫在俄罗斯政治上最困难的孤立时期（１８５６—１８８２

年）担任外交大臣，领导制定了新的外交计划。 他的外交计划主要有两点：一是优先

处理国内问题，不再积极干预欧洲事务；二是扩大盟友，将经略重点从西方调整到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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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东。 这和克里米亚公投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如出一辙。 俄罗斯虽然是外交大国，

但并非所有政策都是成功的，有些政策没能改善国际环境，反而加剧了外部敌视。 正

如伊万诺夫所说，“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概念不仅包括对积极历史经验的理解，还包括

对消极历史经验的理解”。① 认识历史错误和避免重蹈覆辙，应该是消极历史经验存

在的价值。 然而，积极经验和消极经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 当它们运用于外交

实践时，其后果也许与经验本身并无多大关联，而与实际的运作水平有关。 本部分从

俄罗斯外交思想中提炼出四点概念，认为它们构成了外交哲学的核心。

（一）“普世回应性”

当我们致力于从神秘主义中提取一个与外交有关的核心概念时，“普世回应性”

无疑是最合适的。 这一概念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指的是对他人的灾难感同身受，能

给予援助，能接纳他人，与重塑自我。 它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其来源有两个：一

是宗教救赎，二是大国雄心。 因此，“普世回应性”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概念。 这种思想

在索洛维约夫和别尔嘉耶夫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尽管他们论证的方式可能不

同，但要表达的“在场”信息是一致的。 东正教神学中存在着独特的“索菲亚学说”。

索菲亚（Ａｇｉａ Ｓｏｐｈｉａ）类似大地之母、智慧女神的形象，也被许多哲学家抽象成宇宙的

神秘基础和原初动力。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索菲亚是“普世实体”，她不仅是上帝的实

体，而且是上帝造世的原因和目标，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法则。 也就是说，索菲亚是促使

上帝创世的第一动力。 这种“圣母崇拜”将形而上学引向人类学，爱的力量凸显出来，

引导整个世界走向“万物统一”的终极目标。 围绕索洛维约夫这一思想，发展出“万物

统一哲学”学派。

然而，在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充满分歧，彼此之间缺乏关爱，这是哲学家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问题。 对于如何处理疏离感与“普世性”的关系，另一位哲学家尼古拉·费

奥多罗夫（Ｎｉｋｏｌａｉ Ｆ． Ｆｙｏｄｏｒｏｖ）给出了不同答案。 他认为，当代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

内心走向完全的分裂，而灾难尽头就是世界末日。 “当代一切都在为战争服务，没有

任何发明不是军人以用于战争为目的在充分利用的，显然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恶。”②费

奥多罗夫将矛头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并揭示出矛盾的根源在于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 为将人类从万劫不复的境况中拯救出来，他提出“内在复

活论”，即理性、道德和艺术生命的圆满。 这种圆满不是拜神所赐，而是通过“行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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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起来。 哲学家们从爱和暴力两方面探索了世界和谐统一之路，目的是回答俄罗斯与

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然而，无论是以救赎为名还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历代沙皇

的侵略扩张政策，二战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战略，实质上都是以救世

主义为根源的泛斯拉夫主义历史传统的延续”。① “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论思想，无论

是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群众

的‘大国’心理，其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领土扩张的思想基础。”②

“普世回应性”在现实中久久回响，尤其影响到俄罗斯对全球性问题的基本态度。
２０００ 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２１ 世纪的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解决

关键问题的集体机制、国际法优先和国际关系广泛民主化的基础之上。 “对于现代世

界，单极模型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通常是不可能的。”③为了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

与寻求主要国际力量间的平衡，俄罗斯特别强调联合国、国际机制和国际法的权威

地位和作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重新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高度评价了

联合国的作用，指出在全球化加深与和平发展受到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作为保障国

际法准则的全面机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尤为重要。 俄罗斯积极参加联合国

框架内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特别重视参与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有关经济救援、发展

援助、信息技术、国际发展合作的系列议题和活动，为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争取了

更多外部资源。 然而，在对待全球化问题上，尽管俄罗斯激进改革派对全球化钟爱

有加，但中间派和左翼则对全球化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在区域一体化对俄罗斯更有

利的前提判断下，整合周边地区成为俄罗斯外交的第一要务。 俄罗斯不仅强化了与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而且积极向欧洲拓展。 １９９４ 年，俄罗斯与欧盟签署了旨

在建立有序共同体系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并于 １９９７ 年生效。 以“欧洲统一无

界线”为口号，俄罗斯在 ２００６ 年首次成功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职位。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到期，开始了新双边关系的协议谈判。 ２００８ 年年

初，俄罗斯与欧盟恢复伙伴关系，但由于 ８ 月南奥塞梯冲突爆发，欧盟临时会议通过

了中止谈判的决议。 此后俄欧关系虽时有缓和，但挑战不断，直到 ２０１０ 年在罗斯托

夫举行了第 ２５ 次高层会晤后，俄罗斯与欧盟才签署了“现代化伙伴关系”纲要，俄欧

关系加速发展。 然而，始于 ２０１４ 年年底的乌克兰危机打破了和谐局面，欧洲和美国

一道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开始转向东方。 俄罗斯高度重视上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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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加强

了同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发展中国家国

际组织的联系。 从苏联时期的“全球存在”到解体初期的“全球渗透”再到如今的

“全球收缩”，俄罗斯不是不想“普世回应”，而是无力顾及全球。 俄罗斯从世界大国

向地区大国收缩，实乃无奈之举，一旦实力壮大后必然会重新扩张，回归为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大国强国。

（二）道德义务

外交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任何现实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然而，索洛维约

夫对此提出质疑：“全部问题正在于所说的是何种利益。”①他认为，国家富强尽管是很

重要的利益，但不应当是政治的最高和终极目的。 如果把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

位，就会允许出现国际暴行（如英国人压迫爱尔兰人和印度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以

及掠夺埃及人），而利益不是为暴行辩护的理由。 有时，粗暴的自私自利还披上一层

温柔的面纱，即征服是为了让“低等种族”加入高级文明，从而使暴行背负了“高尚的”

文化使命。 然而，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宣称自己在文化上拥有特权。 如同个人道德超

出个人利益一样，民族道德也应超出民族利益，从而使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和全人类

负有道德义务。 “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自命不凡提升为民族的最高原则，就像使其

成为个人的最高原则一样，这就意味着把使人类彼此仇恨的纷争和斗争合法化和永恒

化。”②索洛维约夫认为，尽管追求利益是普遍现象，但人类的进步就在于对其予以限

制，逐步走向真理和爱。 他指出，全部政治的最高原则是道德义务，只有消灭民族主义

才能拯救各民族的灵魂，因为利益本身是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东西。 当然，道德义务

不否定合法利益，也不否定各民族的真正使命，相反它以二者的存在为前提。 “政治

中的道德义务原则包括了其他两个原则（利益原则和自负原则），是最完满的原则，也

是最确定和内在正确的原则。 但对我们更重要的是，它是唯一的基督教原则。”③索洛

维约夫为政治和外交定下了一个准则，即履行道德义务，这与西方外交哲学中的利益

原则大不相同。

道德义务的提出旨在克服狭隘的眼前利益，同时将更深远的民族利益即“道义至

上”引入分析视角。 通过这个概念，俄罗斯化身为政治道德的代言人，在国际事务中

伸张正义。 道德义务在外交政策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张各国平等、互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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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尊重，在此基础上通力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二是反对大国霸凌，反对以暴力手

段瓦解或颠覆一国政府。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

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主旨演讲。 他指出，国际社会从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国际秩序向

以多元中心和民主体系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关系的过渡中面临诸多挑战和威胁；有必要

改变国家间交流沟通的理念，消除任何旨在干涉他国内政或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企图。 他批评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认为他们个人至上、排除

异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损害了促进公正和公平合作的努力，这将破坏世界稳定的基

础。 俄罗斯反对双重标准，认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

等”的想法不可接受，指出对别人“指手画脚”、为自己保留绕过安理会实施单边冒险

行动的权利、总是拿着“自由和平等原则”批评其他国家的做法并不妥当。① 俄罗斯主

张，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有机会自主选择和决定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式和道路。
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呼吁所有外部力量遵守国际法，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

内政的原则，通过和平方式化解叙利亚危机；推动成立“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使叙

利亚人民通过包容所有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对话自主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 为此，俄罗

斯积极行动，促成叙利亚交战各方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０ 时 ０ 分起在全国范围停火，
还和土耳其一起承担起叙利亚停火制度保证国的义务，努力解决各方关于遵守停火制

度情况的分歧。 在人权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保护人权，反对借人权施加政治压力。
“我们不支持将人权理事会转变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将国家分为‘坏的’和‘好
的’、‘学生’和‘导师’或者淡化联合国主要人权机构的政府间特质。”②俄罗斯不仅反

对针对俄罗斯的人权问题政治化，也反对针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化，认为利用人权被作

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有违人权理事会的原则。 谴责西方霸权、申明己方正义、主张

各国平等和争取多数支持，这些都是典型的道德主义思维，当然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

俄罗斯的国际利益，增强国际话语权。
（三）批判

哲学是一种批判性反思活动。 “‘黄昏时才起飞’的俄罗斯哲学一开始就要遭遇

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西方哲学，但引人注目的是，俄罗斯的思想者们以惊人的速度吸

收和消化着这些丰厚的思想资源，他们几乎没有经历那种面对巨人时的顶礼膜拜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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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批判。”①批判启发人躬身自省，也赋予人推倒重来的冲动。 俄罗斯不仅在文学和

艺术中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在外交中也贯穿着批判性反思精神。 “反

思”概念来源于黑格尔，指的是概念自身设定一个“非我”，在“我”与“非我”的对立中

真正认识“自我”。 西化派是鲜明的例子。 通过与西方（主要是西欧）的对比观照，俄

罗斯执政者和精英阶层认识到斯拉夫文化的粗鄙脆弱，下决心对俄罗斯进行从风俗到

制度的全盘改革。 斯拉夫派主张捍卫民族传统，但他们也不满意俄国现状，而且斯拉

夫派恰恰是在对西化派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逐渐成形，因此提出了和西化派主张

不同的改造之路。 欧亚派和新欧亚派也是如此。 他们时时以前两派为参照，在对非此

即彼的批判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政治主张。

批判是乌托邦精神的灵魂。 尽管空想是乌托邦精神的一个本质特征，但这是从解

决方案层面来说的。 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决定其是否空想，然而提出方案之前的认识

却是基于批判性反思。 有人可能质疑，既然批判性反思导向的可能是空想，那么批判

性反思还有意义吗？ 其实，批判性反思是在头脑中形成的，如果它只停留在这个阶段，

追问其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反思转化为对现实的具体指导，中间需要一个环节，这就

是实践。 当批判性反思仅存在于头脑之中，逻辑自洽就是其科学性的唯一标准，但这

不意味着它是真正的、可以改造现实的科学，因为反思必须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

成为真理。 如前所述，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基于批判精神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是

它们没能与俄国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因而无法落地生根，只能成为一

种轰轰烈烈的思想运动。 俄罗斯外交既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又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传

统，就是因为俄罗斯外交既是务实的又是被理想主义观照的。 对于国际政治权力的分

配，俄罗斯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全球治理赤字。 特别是面临着大量战略问题，如核裁

军、发展模式多样化和文化认同。 俄罗斯支持国际社会组织集体行动，以找到所有人

面临的共同挑战的应对方案。 防止全球竞争转变为权力对抗的最可靠办法是不懈地

努力，确保世界主要国家的集体领导，而且这种集体领导应该具有地域和文明的代表

性。 为了确保这一工作的成功，有必要认识到游戏的一般规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

际事务中依赖法治。 俄罗斯外交的活动旨在对全球进程产生积极影响，以创造一个稳

定的、理想的自我调节的多中心国际关系体系，俄罗斯在其中将正确地发挥一个重要

中心的作用。 今天最认真的专家和政治家都认为，现代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恰恰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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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的不断加强。”①对于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俄罗斯一直扮演着“批判者”

的角色，但它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因此主张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多中心的、稳定的、能

够自我调节的国际关系体系，以确保世界主要国家的集体领导。 依托国际民主来建立

国际秩序固然是全球治理的最佳解决方案，然而在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盛行的当今时

代，这是否具有乌托邦色彩就见仁见智了。

（四）矛盾

矛盾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

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 只有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②二

元结构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同样的基础上，俄罗斯民族既是国家专制

政体的民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爱好自由的民族，既是向往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负的，又

具有普世的精神，并尤其善于体现出全人类性；既残酷又具有非凡的仁爱，既热衷于施

加痛苦，又具有近乎病态的同情心”。③ 这种矛盾心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

尤为明显。 他们既热爱民众，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又鄙视民众，因其愚昧无知而失望。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他们既羡慕欧洲的文明，又留恋修道院中的长明灯；既想摆脱

蒙古文化的桎梏，又不得不屈服于专制政体。 在巨大的矛盾和撕裂中，有人走向极端，

有人变得沉沦，有人由此虚无。 如果我们对俄罗斯人何以矛盾至此感到不解，或者怀

疑他们在矛盾的心态下其行动力有所减弱时，不妨重温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小

逻辑》，方能体会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变化的根源这个道理。 唯有矛盾生生不息，趋

向永恒。 实际上，黑格尔本人也是神秘主义者，他的“除全体真理而外别无真理”的思

想深深影响着俄国哲学家，促使其追求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精神统一。 俄罗斯人的

矛盾性格在外交政策上也有所体现。 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俄罗斯既要学习西方，又

常与西方对立；在对待东方的做法上，俄罗斯既需要盟友，又不能从内心予以认同。 正

如英国著名的俄罗斯研究专家波波·罗（Ｂｏｂｏ Ｌｏ）指出，矛盾的来源是缺乏内部共

识，这一点在苏联解体后的初期尤为明显。④

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 它的基本特征在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中都有体

现，在与美国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相比欧洲和亚洲，美洲于俄罗斯而言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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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在的世界。 俄美矛盾肇始于苏联时期，之后个别阶段虽有所缓和，但结构性矛

盾延续至今。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全方位竞争，但地位并不完

全平等。 当时，美国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 ３ ／ ４ 和工业生产能力的 ２ ／ ３，牢牢占据

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并成功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巨大的军事优势，不断扩

展政治资源，获得了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地位。 巩固霸权、打压对手与维持优势成为美

国的国家战略和头号目标，其异己首先是社会主义苏联。 为了清除障碍，从杜鲁门政

府开始，美国挑起遏制苏联的冷战，全方位挤压苏联的生存空间。 为与美国对抗，苏联

积极发展本国经济，组建社会主义阵营，倡导平行世界，扩大势力范围，以保障国家安

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调整为“超越战略”，希望用自身的

繁荣来反证苏联的失败，从而在根本上战胜苏联，它的倡导者是罗纳德·里根（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ａｎ）。 “里根对外交政策的细节不感兴趣。 他只吸收了下列若干基本观念，如姑

息的危险、共产主义的邪恶和美国伟大等等；实质问题之分析就非他所长。 里根或许

只具备若干基本概念，但这些概念凑巧都是他的时代之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且显

示出抓住大方向、且有信念力量，的确能掌握领导的关键。”①外交哲学对外交软实力

的影响可见一斑。
苏联解体后，美俄对抗不仅延续了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而且由于东欧和原苏联

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内在矛盾使美国有隙可乘，更是加剧了对抗的混乱局面。 独联

体某些国家的反对派在敌对势力支持下，借总统和议会大选的时机，通过非暴力手段

促成政权更迭，这一系列“颜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战略格局。② ２００８ 年，西方国

家承认科索沃独立，“标志着俄罗斯完全丧失了在‘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地区的原有

政治影响”。③ 为防止俄罗斯再度崛起，美国不允许俄罗斯搞任何形式的欧亚一体化，
因此积极向中亚地区渗透，扩大在南亚乃至西亚的军事存在，灌输反俄情绪、扶植反俄

政治势力，这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和不满。 美国还借助反恐斗争，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式

的民主和自由，实质是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更引起俄罗斯的极大反感。 俄美

在伊朗和叙利亚冲突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是大国博弈在地区层面的具体体现。 然而，
在对美关系上，俄罗斯希望从谈判与合作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实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

益，而不是“不顾一切的反对”，更不会拒绝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等问题与美国谈

判。 俄罗斯甚至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组织”，制定建立开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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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要求，加快融入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步伐。 ２１ 世纪以来俄美没有

陷入冷战格局，是因为两国都深知对方的重要性，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却不突破底线，多

次将两国关系从谷底捞起。 按照安吉拉·斯登特（Ａｎｇｅｌａ Ｅ． Ｓｔｅｎｔ）的说法，美俄关系

经历了四次重启：第一次从老布什政府的最后一年开始，很短暂且属于局部重启；第二

次由威廉·克林顿（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发起，想要重新设计整个俄美关系；第三次由弗

拉基米尔·普京（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主动提出，希望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正式伙伴；第四次

由巴拉克·奥巴马（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发起，旨在改善格鲁吉亚战争后跌到谷底的美俄

关系。①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与普京在芬兰会晤，这可

以说是第五次重启。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俄美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称“易北河精神”是

摒弃分歧、开展合作的典范，这可被视为第六次重启。 虽然在“通俄门”的巨大压力

下，特朗普在改善美俄关系上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美国意欲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平

衡的意图是明显的。 多次重启证明美俄关系的重要性，但也说明美俄关系常常陷入僵

局。 俄美角力与共生是俄罗斯外交自始至终不得不面对的大背景。 俄美关系既有斗

争性、也有同一性，同一性不能掩盖斗争性，而斗争性也不能消除同一性，这正是矛盾

的典型特征。

“普世回应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来源于俄罗斯不同的思想流派，构成俄罗

斯外交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外交政策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分析俄罗斯外交

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应以这些概念为抓手，在时空轴上找到解读俄罗斯外交行为的

坐标。

四　 俄罗斯外交实践

知行合一从来都是难题。 俄罗斯思想里的东西之争、善恶之分困扰着俄罗斯人。

正如国徽上的双头鹰一样，俄罗斯民族有着矛盾和犹豫的特性，不知该左顾还是右盼，

只好寄希望于东西兼顾。 新欧亚主义主张平衡外交，既不倒向西方，也不倒向东方，在

当代俄罗斯具有较大影响。 如今，俄罗斯“向东看”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战略转向，但不

等于俄罗斯完全把战略重点转向东方。

俄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既相辅相成，又难以完全一致。 一方面，行动需要

理念的指导，赋予实践以合法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理念上的含混多元也导致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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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清晰逻辑，在历史与现实中难以统一。 “俄罗斯民族从 １３ 世纪就在地理上孤立

于其他基督教世界，而这种状况又促进了精神的孤立，促进了民族自傲和利己主义的

发展。”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俄罗斯思想”进行概括，认为就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联合

的思想，而俄罗斯人无疑具有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意义。 当国家实力不能支撑俄罗斯人

的雄才伟略时，“神圣罗斯”和“野蛮罗斯”的两面性就会同时暴露出来，并将贪婪和自

私自利解释为更大的爱和神圣性的物质基础。 这种内在的二律背反是俄罗斯与西方

难以融合的重要原因。 欧洲谴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表现，然而俄罗斯自有说

法：一是克里米亚在 １９５４ 年被划归乌克兰前是俄罗斯的领土，因此是拿回本属于自己

的东西，这具有合法性；二是克里米亚有很多俄罗斯人，克里米亚独立并加入俄联邦乃

应民所愿，于俄罗斯而言是一种“拯救同胞”的行为，这具有神圣性。 然而，这与欧洲

长期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相违背，同时也违反了苏联解体时不改变联盟国家边界的约

定。 难怪有人说，“把俄国扩张的历史写成爱国主义教材，向全民灌输大俄罗斯主义

思想意识”是俄罗斯的一贯做法，②也是俄罗斯扩张主义外交与道德主义哲学难以自

洽之处。
俄罗斯对欧洲爱恨交织。 文明的欧洲是俄罗斯向往之地。 它对法国宫廷的崇

拜和模仿史无前例，对意大利的欣赏和借鉴无所不在，与德国和英国的姻亲关系源

远流长。 然而尽管西化派在俄国是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对来自欧洲的尖锐批评（乃
至丑化俄国）都可以照单全收，但欧洲并不因此更加认可俄国。 在亚洲看来，俄国属

于欧洲国家，但在欧洲看来，俄国属于专制和落后的“东方”而非现代和文明的“西
方”。 与其用乌拉尔山、乌拉尔河来划分欧亚大陆，不如用基督教—东正教来加以区

分。 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对立决定了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之间存在根本性冲突。
在西方的描述中，俄国是沉迷于“用剑戟征服世界” “民众愿意被国家奴役是为了国

家能够去奴役世界上其他民族”和“文化在空间上分裂、互不认同”的“神秘（即不可

思议和不可理喻）”国家。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解放欧洲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很快就被淡忘，留下的是苏联瓜分波兰和镇压东欧民主运动的记忆。 最为西方认可的

是戈尔巴乔夫时期。 “新思维”使他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崇高声誉，但却使苏联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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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和衰落。

１９９９ 年普京上台后，最初想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传统主义”①中间找

到“第三条道路”，然而在西方的挤压下逐渐走向与美国战略对峙，与欧洲的关系也变

得复杂。 ２００７ 年普京在第 ４３ 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和 ２００８ 年俄格冲突的

爆发加剧了欧洲对俄罗斯的疑虑。 ２００８ 年，《新冷战：普京的俄罗斯及其对西方的威

胁》一书在英国出版，号召西方停止现行的“绥靖”政策，以对抗的方式应对俄罗斯的

挑战。② 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总是剑拔弩张，而常常藕断丝连，但总的来说，

在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心理层面，俄罗斯与欧洲有着遥远的距离。 其实，欧洲从

来都不是大一统的欧洲。 按俄国自然科学家、文化学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Ｎｉｋｏ⁃

ｌａｉ Ｙ． Ｄａｎｉｌｅｖｓｋｙ）的说法，欧洲存在两种大的文化类型，即拉丁—日耳曼文化和斯拉

夫文化。 尽管有人认为他把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古希腊

人都看成拉丁—日耳曼文化类型并不十分妥当（主要指波兰人和古希腊人的归类，他

们的历史文化与拉丁—日耳曼文化明显不同），但显而易见，上述民族之间的差异与

它们与斯拉夫民族的差异确实要小得多。 如果说俄罗斯民族遭到了拉丁—日耳曼文

化的排斥，那么作为斯拉夫文化的领头羊是否可以团结另一批力量，换言之，统一的文

化类型可以拉近与异邦的距离，这个说法是否成立。 应该说，一致的文化根基有利于

民间交往，可以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但这与官方外交并不是一码事，在某些特定情况

下甚至恰恰相反。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先从拉丁—日耳曼文化内部爆发，可见同质文化

并不必然带来和平安宁。 斯拉夫民族也是一样。 在宗教文化上，俄罗斯与希腊更接

近；在血缘关系上，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东斯拉夫人，与作为西斯拉夫

人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作为南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克罗地

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 然

而，历史上俄罗斯并没有与希腊形成特殊盟友关系：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帝国的

贵族们并未向俄罗斯迁徙，而是逃亡欧洲；伊凡三世（Ｉｖａｎ Ⅲ）和索菲娅·帕列奥洛格

（Ｓｏｐｈｉａ Ｐａｌａｉｏｌｏｇｉｎａ）的婚姻也没有将俄罗斯和希腊拉得更近。 如今，同属斯拉夫人

的“亲缘关系”并不能阻止俄罗斯与东欧分道扬镳，甚至与“最亲的兄弟”乌克兰反目

成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与欧洲有过蜜月期，但西方经济援助很少且往往附加政

治要求，作为“跟班”协同制裁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使俄罗斯在经济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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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上双重受损，步步紧逼的北约东扩导致俄罗斯不得不调整对欧洲“一边倒”的政

策，以致双方愈行愈远，俄罗斯最终还是成了欧洲国家眼中的另类。 欧洲消化不了俄

罗斯，俄罗斯也消化不了欧洲。 双方都有发展关系的意愿，但每逢核心利益冲突，就如

鲠在喉、进退两难，落入“现代帝国的困境”。
俄罗斯与亚洲国家同样恩怨交加。 １３—１５ 世纪，俄罗斯处在鞑靼—罗斯时期。

蒙古入侵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多重的。 多数学者认为蒙古的残暴统治降低了俄罗斯的

精神和文化水平，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这种统治不是从外界强加的，而是两个民族的融

合。 如果不去讨论这种融合是自然发生的还是强制进行的，仅仅讨论融合的后果，那
么融合带来的不仅是血缘上的杂交，还有政治传统和文化上的渗透。 一般认为，俄罗

斯的威权主义传统来自东方，尤其是蒙古统治时期的铁腕政治。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

今，构成俄罗斯政体的民心基础。 帝俄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以领土扩张和扩大利

益为主，而亚洲就是主要扩张对象。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欧亚派在俄国兴起，短暂闪耀后

归于沉寂，并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复兴，使俄罗斯得以审视自身的亚洲文化烙印。 ２１ 世

纪以来，新欧亚主义成为俄罗斯哲学的重要流派。 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寻求融合共通

的第三条道路，这使更为独立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成为可能。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

斯宣布“东向战略”。 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接，成为“东向战略”的
重头戏。 此后，普京又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代替原来的大欧洲和融入欧洲战略。
通过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以欧亚主义取代大西洋主义，用大陆文明对抗海洋文明，以
欧亚大陆一体化反对盎格鲁—萨克森世界单极化，这是俄罗斯外交战略的重要调整。
尽管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

伴关系一体化进展缓慢，但基于“欧亚联盟”的设计可以预料，未来俄罗斯在亚洲的布

局将以欧亚经济联盟①为内核，以与其有紧密联系的中国、印度、伊朗和其他独联体伙

伴为外围，吸引东盟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
目前，中国接受了大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提法，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友好邻邦，

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２０００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

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

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以及 ２００８ 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

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两国边界争端隐患

奠定了法律基础。 ２００１ 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

敌”的理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开创性地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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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有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



新型中俄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 １９９２ 年的“相互视为友好国家”、１９９４ 年的“建设性

伙伴关系”、１９９６ 年的“平等信任、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 ２０１１ 年的“平
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到 ２０１９ 年的“新时

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不仅实现了国家关系的平稳过渡，而且开展了面向

未来的战略合作。 中俄双边关系及其战略稳定对“带盟对接”和未来大欧亚伙伴关系的

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当然，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海合作组织发

起国、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相互间的国际

协作还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只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

不同，俄罗斯的外交关切除了经济—安全上的，还有宗教—文化上的。 由于地处欧洲和

亚洲之间，在中亚、高加索和西亚具有传统影响力，俄罗斯谋求充当庞大的伊斯兰世界和

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桥梁，并在伊核、叙利亚和阿富汗等问题上持续发挥作用，更加着意维

护自身在东北亚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扮演一定角色。
千百年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大国情怀。 “俄罗斯外交政

策的独立性源于其地理规模、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数世纪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众的

自我认知。”①一个地跨欧亚的东方大国，一个继承了帝国文化和苏联遗产的强国，一
个拥有独特的东正教信仰的国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它的必然选择。 普京在

２０００ 年国情咨文中的讲话中提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

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然而直至

今日，如何与世界强国共存，对俄罗斯而言还是一个问题。 这一方面有俄罗斯自己的

原因，另一方面也是西方造成的。 回想曾被列宁称为“苏俄最大仇敌”的温斯顿·丘

吉尔（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以及感慨“我不理解俄国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或许有助于理解美英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到竞争对手的角色转变。
相比一个不可捉磨的强国，西方可能更需要一个虚弱的、相对容易控制的俄罗斯，究其

根本是“当前的国际体系尚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接纳崛起的大国”。② 国际秩序终归由

国家实力决定，而外交只是展现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 再高明的外交也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 这是外交哲

学的边界所在，也是外交实践的极限所在。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更多的国家在外交

哲学上取得更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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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ｃｃ．１－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ａｋｗａ，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ｏｒ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８， ｐ．２５１．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五　 结论

哲学是研究世界整体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的学问，哲学作用于具体领域

（如外交和管理等）的过程更隐秘、更间接，但观念一旦被接受其效用也更持久。 外交

是国家行为，然而外交哲学却并不一定是国家（或官方）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更深厚的

文化沉淀和更悠久的民族心理，是对外交的本质、规律和价值观的总结。

外交哲学的重要任务是研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如

果以某一国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可以看出政策与行动的关联较为密切，但背后蕴含的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 这不仅是因为外交覆盖的时间段很长，而且

因为外交行为充满即时性和变数，很难用统一的外交思想或外交哲学来概括。 哲学概

念的丰富性超出了一般科学。 俄罗斯哲学和文化的复杂性又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之

所以用神秘主义、民族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来概括俄罗斯的思想传统，就是

因为俄罗斯的文化来源具有多样性，这是不同于多数单一民族国家的。 “普世回应

性”、道德义务、批判和矛盾是与四种思想传统相对应的核心理念，每一阶段的对外政

策中可能有一条或几条突出显现出来，但是如果想找到一个全部体现的案例，也颇为

困难。 俄罗斯是外交大国，２１ 世纪以来其国家实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外交威势不减，

就是因为其外交实践是有理念支撑的，并非一时兴起的冲动之举。 然而，即便如此，俄

罗斯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也难以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其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神圣

性”，高举道德义务的大旗；另一方面又有“民族性”，不可能排除利己主义。 外交理念

中的二律背反是造成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冲突的重要原因。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好

地理解“理智所不能理解的俄罗斯”。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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